此生不愧净无尘
——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的故事

编者按

　　有道是：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话时。一个人身居要位大权在握时，被人颂扬并不乏见。如果离开了领导岗位，还能听到人们的赞誉，那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

　　在财政部，有这样一位老人，尽管已经离任30多年，去世10年，今天提起他，从部长到普通干部，无论是在任的还是退休的，都深深地感念敬佩。他便是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——吴波。

　　2015年2月6日，本报“光明文化周末·文荟”专题版整版刊发了纪实性散文《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》（见左图），以生动的文笔，追述吴波奉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辉一生，重点叙述其公而忘私，清正廉洁，生前立下遗嘱，去世后房产交公的感人事迹。文章一经发表便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，经光明日报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推送，又在新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。

　　我们在原有报道的基础上，继续挖掘吴波为祖国鞠躬尽瘁、为人民奉献一生的感人事迹，还原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人最为质朴的本色。请您跟我们一道重温吴波的故事。

　　“晚春蚕老丝难尽，孺子牛亡汗未消”。2005年2月25日上午，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，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财政部老部长吴波，静卧在鲜花、翠柏丛中。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、和蔼、平静，让人感觉他没有离去，只是沉沉地睡着了，进入了梦乡。

　　梦里几度魂归故里。叶落归根，也或许，他只是“回家”了，回到了安徽省泾县茂林村，他的诞生地。

　　这是座清代古宅，至今保存完好。有庭院和七间老屋，坐北朝南。屋前有道照壁墙，八字形的院门向东，花砖门墙，青石石坊。吴波于此间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初，从财政部长任上退下来的吴波回家乡。家乡人以为他当了国家财政部长，这次衣锦还乡，会是前呼后拥，车辆盈门。哪知吴波不出声响地回来，连坐车都是自己掏钱。乡亲们看当了大官的吴波，还是老百姓的样子，纳闷地说：“吴波当官不像官，怎么没有一点儿大干部的架子呢？”

　　吴波这次回乡后，写了两首诗。其一是：“去时乌头归白头，白头喜见少年游。村郭依稀今又是，物换星移六十秋。”儿子吴威立看到后，步原韵和了一首：“不向故国夸紫骝，一生谨慎唯运筹。桑梓一支夕阳曲，清风盈袖月满楼”。

　　知父莫若子。“一生谨慎唯运筹”概括的是吴波的事业奉献，“清风盈袖月满楼”则道出了吴波的人生境界。

　　一无所有地来，干干净净地去。吴波的生命却因为“无”而获得了“有”，因干净而臻丰盈，如珠玉般散发出温润而恒久的光芒，泽被后世。

换得金刚百炼身

　　就是从故乡这座古宅出发，吴波开始了艰难的人世跋涉。这注定是一段带有时代特色的、异常曲折坎坷的奋斗之路和求索之路。

　　曾被“三民主义”鼓动的他，加入了北伐军。但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北伐最终失败。他也很快发现国民党说一套、做一套，感到失望至极。

　　从此他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，在旧军阀部队里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，也不与邪恶为友，不以人民为敌；主持湖南赈灾，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处境里，与贪官污吏智斗，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，拯救了数万灾民。

　　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，吴波读到了进步书刊：鲁迅的作品、苏联的革命小说，等等。这些书刊对旧社会的揭露，对正义良知的呼唤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，撼动着他的心。这个两眼迷茫的青年，从此对社会主义有了笼统概念，对未来有了向往，渴望那种没有剥削、人人有工作有饭吃的社会早日到来。

　　在上海，吴波还结识了中共党员刘子华，从他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，听到很多革命真理。这是照亮他内心的第一束信仰之光。

　　1936年西安事变后，吴波在西安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。被周恩来的高尚人格、博大情怀深深打动的吴波，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。

　　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饭碗的吴波，开始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，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。后来，他干脆放弃官禄，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。

　　在革命圣地延安，吴波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，迎来了思想的脱胎换骨，他决心放弃私利，放弃“自我”。他的放弃自我，是宽泛的，也是深刻的：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不能为自己活着，要为人民和国家活着，这样才有意义；追求名利，不如放弃名利活得轻松；一个人要活得真真切切，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，才能活出自我，才是人的真实境界。

　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从此伴随着他，照亮了他往后的生命。

　　1983年，吴波离休之后重返延安，对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生涯做了一个概括：“面完达摩十年壁，换得金刚百炼身。今日灵山问证果，此生犹愧净无尘。”“犹愧”是自谦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，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，完全担得起“此生不愧净无尘”。

一生肝胆如星斗

　　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个清晨，一支特殊的队伍，带着办公用品、账本和财政文件档案，进入了北京，日夜兼程地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。时任华北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就在这支队伍当中。

　　这个穿灰色中山装、身材修长的中年人，一路不知疲倦地与领导、同事们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预算问题。他是那么年轻俊秀，英姿焕发，充满自信和活力，同时又满心焦急。

　　吴波清楚，正如毛主席所说，他同样也是来进京赶考的。考试的题，是建立新中国财政的大题，没学过，太复杂，太棘手，考不好后果不堪设想。

　　顶着这样的压力，吴波与其他财政人殚精竭虑、忘我工作：加强统一的财政制度建设，实行财政预算制度，建立健全会计制度，建立健全税收机构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事务，如火如荼地展开和推进。

　　那些年三里河财政部机关的夜晚，灯常常彻夜地亮。吴波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挑灯夜战，研究财政税收政策，草拟法规、制度，不知熬过了多少夜晚，倾注了多少心血。

　　“吴波同志在财政战线担任部领导工作30多年，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为新中国财政的奠基、发展和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而且还将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升华为理论，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治税观和理财观。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。”财政部一位原领导如此评价。

　　“讲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”，这是吴波在延安时立下的毕生信念。在生活中，吴波修养好，为人和善，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，但对工作却一丝不苟，十分认真。对于领导同志的讲话，吴波认为不妥当的，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，并且据理力争，从不顾及个人得失。

　　吴波的求真，到了丝毫不马虎的程度，无论做一般工作，还是担任部长，研究问题，批阅公文，常常是夜以继日。夜以继日，不是效率不高，而是他太细了。每份文件、每个问题，不搞准确、不弄透彻绝不放过。特别是研究问题时，吴波仔细到了不自上而下搞几个回合的调研，不反反复复研究和听取不同意见，就不提出方案的程度。

　　吴波主动让贤，也是财政部流传多年的佳话。作为新中国的“模范部长”，1980年，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，吴波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丙乾。

　　对吴波部长一生的评价，财政部原干部、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赵玉琢用一副对联进行了概括，上联“一身正气”，下联“两袖清风”，横批“模范干部”。

精打细算当家人

　　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的时期，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。吴波时常对大家说，虽然财政部每年有千亿元的资金，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，是人民的血汗钱。为国家节约每一元钱，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。

　　财政部第六任部长王丙乾认为，理财首倡节约，是吴波理财理论的核心。在吴波的观念中，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，也是一个政治问题——勤俭节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期克服各种困难、走向胜利的法宝，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。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从而产生腐败因素。

　　吴波任部长期间，正是国家财力十分吃紧的时期，他提倡财政部带头简朴工作、厉行节约。

　　当时，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艰苦，夏天炎热，总务处要给他配电风扇，他坚持不要。他的会客室的沙发又破又旧，还带着补丁，1980年部总务处多次提出更换，他都不同意，说补补还可以坐。他的会客室（实际就是外屋）十分简陋，只摆放着一些书和花草。

　　身为财政部领导，吴波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，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集体，而将个人的需求压缩到最低。在吴波看来，当领导的一“大方”，风气就会变坏；相反，节省下来的钱，却可以帮助群众或有困难的职工，一举两得。

　　“作为一个财政部长，吴波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。”赵玉琢说，在困难时期，财政部为了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，决定要用栅栏围一块空地种菜。当时行政司准备花200元建竹篱笆墙，写报告请吴波批准。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，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。结果拉铁丝网省了20元。一件小事尚且如此，在大事上他就更不允许浪费了。

　　有一件事让赵玉琢记忆深刻。改革开放了，出国的人多起来了。1979年，赵玉琢跟一个外贸考察团去了美国，回来后向吴波部长汇报也建议他出国去看看。吴波部长听了之后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先进的东西看了也学得慢，还是叫年轻的同志先出去学吧。出国费用很高，能省就省一点吧。”

　　财政部机关至今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两幢办公楼里：北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的，南楼也是近二十年前修建的。不是财政部没钱，也不是国家不同意，但改善办公楼的计划多年都没启动。原因何在？从吴波等老一辈财政人开始，财政部留下了艰苦朴素的传统——虽然管着大把的钱，要花在自己身上，还真舍不得！

　　“吴老的精神、风范不断激励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念、牢记宗旨，守纪律、讲规矩。吴老的高风亮节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这样说。

清风盈袖月满楼

   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，是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四合院。房子很旧，两边厢房的房柱已经开始微微倾斜，地面上的青砖早就破损，有的已经断裂。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他的院子里，吴波一住就是四十多年。

    曾经担任吴波秘书的王沈京，一直清晰地记得初次走进吴波家中的情景：家具破旧，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。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，给吴波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，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。

    当时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，曾给吴波安排几处较大的院子，他说自己家中人少，就挑选了这个小院。有一次，李先念去吴波家里看望他，因胡同太窄，车都开不进去。组织上几次要对这所简陋的房子进行维修，都被吴波劝阻，他一心想着“文革”后百废待兴，尽可能为国家省下每一分钱。一直到92岁，吴波行动迟缓得厉害，住平房极不方便，经过多方再三劝说，才搬进了位于万寿路的楼房。

    在吴波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杨雷芳，是1993年春节到吴波家的。因他在部队学习过烹饪，把他借调到家里帮忙。临行前，战友们说，财政部部长家吃的一定都是山珍海味，你还不赶紧学习做高档菜！他看菜谱、练刀工，掌握了烹调的“十八般武艺”。然而令他意外的是，吴波家简陋的厨房里并没有大鱼大肉，只有青菜萝卜。他做的第一顿饭是肉沫炒雪里蕻、青菜炒熏干、炒油菜，一小锅豆腐清汤。几天下来，吴波家的菜色基本如此，甚至不如部队的伙食。而杨雷芳做大菜的手艺，在吴家的十多年都没怎么派上用场。

    吴波经常给社会捐款。家乡的人有困难，只要给他写信，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。他的几任秘书都有一份记录着他要接济的困难同志和亲朋的名单，每个月，秘书都会按这份名单逐个把钱寄出去。吴波过去的一个司机碰上了困难，从农村老家来到财政部找吴波。吴波当即接见，之后拿了个条子，叮嘱秘书给他寄去100元钱。司机泪流满面，用这笔救命钱给孩子看好了病。

    吴波逝世后，留下的存款仅有5万余元，除去丧葬的费用，几乎没有什么剩余。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，也在他“走”后交还给国家，留给几个孩子的不过是几大柜子书籍。

    他像一支蜡烛，燃烧着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这样评价吴波：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，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；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。

一生愿做普通人

    吴波一直把自己看作普通人，没有讲究待遇、官级的习惯，这种习惯从延安带到了北京。

    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紧缺，物资匮乏，全国出现饥荒。国家照顾高级领导干部，给他们发了“供应卡”，可以买一点紧缺食品。吴波不要特殊照顾，把“供应卡”锁在柜子里，偶尔用一次，也是因为来了重要客人。不了解吴波的人，以为吴波忍饥挨饿是跟自己过不去，是太“左”。而了解吴波的人知道，他看到老百姓都在挨饿，不愿搞特殊，吃苦要与大家一起吃。这是一位人民的儿子最为质朴的情怀。

    1959年夏天，吴波到北京郊区卢沟桥公社参加劳动一个月，生活条件艰苦，他不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，也不提生活上的任何要求，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。谁也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，都亲切地叫他“吴老头儿”。

    吴波不讲究待遇，不坐豪华车，如果路程比较近，时间宽裕他会选择步行。他对家里人要求很严，他告诉家人，家人没有享受公车的特权。他的夫人邸力，腿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，合同医院离家很远，上医院看病也是自己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去。“有一次吴老夫人染上急病，需要马上送医院，吴老仍然坚持不用公车送。对此吴老夫人也十分赞同，最后还是让自己离休的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派车去了一趟医院。”吴波生前的秘书陈纪详回忆道。不讲待遇的背后，是吴波朴素的平等意识、平民意识。

    吴波因公外出，总是强调轻车简从，不准接待单位迎来送往，不准搞吃喝招待。

    1978年春天，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。星期天，他提议去太湖看看，正要出发时，副省长、财政厅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、市长等都来了，吴波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今天是星期日，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，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？我的意见，今天一个人陪我们去就行，人多了我有意见。”

    吴波在财政部任职期间，常出差路过安徽，却从不下车。即使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，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。吴波不是无情，他有意回避老乡关系，刻意坚守清廉正派是他的底线，而尽量不打扰地方的同志，不闹出“动静”，也是他的为人原则。吴波的简单、质朴，让地方的同志虽然不太适应，但感到接待吴波省心、省力，也让人觉得温馨和感动。

    “躲寿”，是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对吴波记忆极深的一件事。1986年，吴波80大寿。王丙乾建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，凑份子给吴波祝寿，吴波坚决不同意。项怀诚说，到生日那一天，吴波竟然早早就让司机开车到西郊去了。“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。”吴波实在不愿意让大家费钱财、花时间，在他看来，生活过得清清淡淡，同事来往朴素简单，才是“真”，这些“热闹”和礼节，都是多余的。

    接触过吴波的人，都知道吴波和他的家人都是不收礼的，这是他铁的规矩，谁也不得破。到吴波办公室拜访的人，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，见他必须两手空空。吴波以周总理为榜样，他常说，做领导工作己不正何以正人！

    吴波不仅是一位财政部长，也是一位最平凡不过的慈祥老头儿。

    王沈京永远也忘不了当年吴波送别他的眼神。组织上安排他到另一个岗位工作，那日，他到吴波家向他道别。吴波亲自将他送到大门口，还让夫人邸老送他到胡同口。那饱含深情的慈爱眼神，让王沈京刻骨铭心。在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，无论是秘书、司机，谈起吴波，无不对他的质朴情感和平民之风肃然起敬。

    曾为吴波烧锅炉的师傅老宋，一次来北京看望吴波，吴波很高兴，中午留下老宋在家里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老宋万分忐忑，不敢和吴波同桌坐下。吴波亲切地说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

    吴波年岁大了，每逢需要理发，秘书都想让理发师来家里。可吴波不答应，怕给人添麻烦，非要亲自去财政部的理发室。

父有所行，子必效之

    人们不会想到，财政部长家的几个孩子，都是从最基层干起，有两个甚至在非常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。“路要靠自己走，不能依靠父母。”吴波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。

    吴波的儿子吴本宁受了父亲“淡泊名利”和“志在为国”思想的深刻影响，大学毕业后同几个高干子弟一起，申请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。吴波说：“既决定去，就不能中途当逃兵，要在那里安家落户。到下边不能摆高干子弟的架子，要和群众打成一片。凡是我在甘肃的熟人，你都不能去找。”五个同去的人，最后只有他一直留在了甘肃舟曲。40多年里，他一次次地从饥饿、泥石流、车祸中死里逃生，后来凭自己努力，当上了舟曲县公安局副局长，成为公安系统的先进工作者，实现了一生支边的承诺。
    另一个儿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作。“文革”结束后有人想调他去机关工作，都被吴波谢绝了。后来他经推荐被组织调到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工作，1987年政府机构调整，组织上拟安排他到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，当时归财政部领导，吴波知道后为避嫌，坚决不同意。吴威立回忆说，父亲对子女一直严格。记得大学入学时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，他作了个预算是98元，妈妈建议给他100元，但爸爸硬是不同意。平日父亲总在忙着工作，和他交流不多，但父亲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教育他，感染他。

    幼子吴本立1958年从部队转业，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，一头扎到了这片黑色的田野里，成为一名出色的拖拉机手。一次，他开的拖拉机因超负荷作业出了故障，被批判破坏生产机械。委屈中，他跟谁也不想说话，连续三个月没给父亲写信。吴波不放心，忍不住打电话到农场了解情况，农场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谁是吴本立，最后在基层的生产队找到他时，他正在田野干活，满身是土。后来吴本立因为上过大学，被场里选中当了老师，又经同事介绍，调到了南京审计学院工作。在随后的几十年教师生涯中，吴本立兢兢业业，被评为江苏省高教系统的模范党员。

    吴波始终记得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段话：我们的领导干部，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人，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。不要造出一批少爷。……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。……对于干部子女，要求高，责备严是应该的。

    吴波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取任何产业、福利。就像他所说的：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，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。吴波给组织写过两份遗嘱，提出将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“走”后交还给国家。遗嘱上，儿子们的签名赫然在目。

    2005年2月20日，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的人生。2月25日上午，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波。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，挂念着父亲的遗愿，又写了一份《交房申请》，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，表示“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，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，因此也不要宣扬。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。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，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，完成他的遗愿”。

    不沾一“尘”地来，不沾一“尘”地去，让自己的灵魂不染尘灰，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。儿子们帮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。

